
革命危机的加剧和五月紧急指示

党的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

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

在这种局面下，受到蒋介石策动的武汉政府的反动军官，公开发动武装叛乱。１９２

７年４月底，唐生智的部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

共“清党”计划。５月９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

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

汉通电。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于５月１

３日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并于１７日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当地的土豪

劣绅乘杨森、夏斗寅叛乱之机反攻倒算，在短短一个月里，农民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同奉军激战，无法回援。武汉国民党的一些上层

人物惊恐万状，纷纷准备逃跑。时任武昌卫戍司令的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

率部奋起反击，迅速击败夏斗寅叛军。５月２５日，武汉国民政府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

汉阳的杨森部。６月２４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率部分水陆两路向巴东逃窜。武汉局

势暂时缓和下来。

５月２１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

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

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１００多人，使长沙笼罩

在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马日事变。（２１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一天发

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作者注）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

突”，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以陈独秀为首

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等的意见后

又转而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武汉）政府解决，不得自

由行动”，甚至公开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决定派

谭平山去湖南纠正“过火”行为。这时，湖南各县有５００多万农民协会会员，但因为得

不到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分散于各地，不能给反革命势力以有效的反击。此外，湖南许

多地方的共产党组织是在大革命高潮的合法环境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没有斗争的经验

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对反革命势力的突然袭击又缺乏精神准备，“因此事变临头

手忙足乱”。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１０余县的万余农军向

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有些人害怕攻城会破坏国共合作，又中途改

变计划，下令撤退。浏阳等地的５０００农军因未及时接获命令，单独进攻长沙，被许克

祥打败。各县农军先后被各个击破。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由此更加疯狂，短短的２０多天

里，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了１万多人。湖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



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５月底６月初

转向反动，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随后，宣布

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共产

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是搞好中共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跟着他们指责工

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作坚决斗争。这种错误态度，只能使整个形势更加

恶化。

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至３０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

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称

“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１９０５年对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

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而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中

央及地方政府机关等项任务与政策，并且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

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其主

要内容是：（１）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领导机关就会变成不可靠将

领手中的玩物。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

不能动用军队。（２）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

主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

（３）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

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４）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

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５）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

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这

就是五月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

的重要主张，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斯大林等

却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执行这个指示。

６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收到这个紧急指示。６月７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

独秀谈了他对紧急指示的看法。关于土地革命，他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

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关于吸收工农领导

人来加强国民党中央，他说：“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

怎么能改变它呢？”关于组成工农新军，他认为：在我们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

“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至于组建革命法庭，他认为也是不可能的。陈独秀最

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谭平山、张国焘等



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

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后，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０日至１２日，汪精卫、唐

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汪、唐希望联冯反蒋和反共，所以对冯玉祥作了很大让

步。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甘肃、河南三省政务

以冯玉祥为主席；并决定北伐军撤离河南，将该地留给冯玉祥。但是，冯玉祥在会谈中只

对武汉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两湖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没有片言谴责，反

而一再要求汪、唐等停止宁汉间的对立，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北伐。郑州会议刚刚结束

冯玉祥在蒋介石极力拉拢并答应给予经济和武器援助的条件下，即于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

在徐州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议主张，宁汉双方应在共同反共的基础

上继续北伐。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的地位大为加强，并加速了汪精卫公

开反共的步伐。

在汪精卫赴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把五月紧急指示拿给汪精卫看，

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汪精卫看后没有表态。郑州会议后，汪精卫即以紧急指示

“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煽动“分共”。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唐生智的主

力部队特别是何键所部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撤回两湖，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

压工农运动。

６月上旬，莫斯科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要求“立即切实领导

土地革命”，“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

毁，以儆效尤”。此时，湖南尚有不少农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

叛军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来不及回师两湖。６月中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连日开会讨论对策，一度准备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打算在力量

调集后，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前去指挥，并派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但中央许

多人的态度动摇，鲍罗廷、彭述之等人认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表示反对。

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６月１５日，陈独秀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你们的指示是

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

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

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

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电文还指出：“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

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

为，然后没收土地。”

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之间矛盾重重，无法制

定应对危机的好办法。罗易多次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建议撤换鲍罗廷和陈独秀，他甚至称陈

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鲍罗



廷则认为罗易将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是犯了组织性错误，要求

共产国际将他召回。共产国际、联共（布）仍然希望拉住汪精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决定再给武汉国民政府２００万卢布的援助，并电告汪精卫：为挽救革命，应当停止动摇

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这些已无法拉住已经右转的汪精卫。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６月初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

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

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６月６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

题》一文，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

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在

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

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

这些策略和建议均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否定。

６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即将在当地制造又一个反革命事变。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在慌乱中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他们

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键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

７月３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的表

示，如：“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

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

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等等。这是陈独秀

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意见书，批

评陈独秀，要求公布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竟将意见书当场撕毁。

７月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

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还指出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个建议也

没有付诸实施。

自６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人指导下作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

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

革命的气焰。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在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

命政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

这时，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

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７月１２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

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

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７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

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



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

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

退出国民政府，并于７月２４日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

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了谴责。

７月１３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

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决心“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

真正之革命”，随即启程前往莫斯科。７月１４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

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声明严肃地宣

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声明重申：“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

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

具而已”。国民党左派陈友仁等也相继出走。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

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

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

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

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党所领导的工农大众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提高了政

治觉悟。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

列重要斗争，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

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大革命初始，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但

却走在了时代前列。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建立起国

民革命联合战线，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大革命开始后，广大

共产党员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革命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并在国民革命军中艰苦斗争、奋勇杀敌，推动北伐胜利进军，从而使得国民革命很快形成

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大革命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革命力量。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短短的６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由起初只有５０多人，发

展成为一个拥有近５．８万名党员、领导着２８０余万工人和９７０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

群众基础的政党。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



甘八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六个地委。共青团员也发展到３．５

万人。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将形成燎原之势。

大革命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来说，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

重大事件。它鼓舞和推动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亚洲地区人民的觉醒，阻滞

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扩张的步伐。

但是，这场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

革命阵营内部掌握了相当大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的深入

发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营垒。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关键时候也表现出

很大的动摇。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虽然有比较广泛的发动，但是动员和组织的程度

还很不充分，力量发展也很不平衡。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

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

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

秀的革命活动家，但因没有充裕时间培养干部，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

核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

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还

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不善于识别和正确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

者。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

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

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

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

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

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

如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帮助共产党人认识无产阶

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导中共中央开展工人运动，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提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为了支持中共中央开展工作，共产国际在党

的活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援助，苏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和军事人才。苏

联顾问在中国的革命军队建设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人还为中国人民革命事

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

卸的责任。他们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驻华代表之



间，在土地问题、工农运动、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

等问题上，经常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

针、政策的实施。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

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

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

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革命前进

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复兴之路。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5年 2月 5日）


